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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讨论中存在理论概念模糊和混同问题，究其原因：脱离批评性话语分析

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把“话语”理解为传统语篇分析中的“语篇”，从而忽视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批评

性话语分析与其他语篇分析模式不同，不局限于对语篇的描写和阐释，而是深入剖析制约话语的意识形态

和社会政治语境，挖掘被现实话语所掩饰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从而帮助人们重新认

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这种研究对语言教育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语篇；话语；意识形态；批评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Ｈ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８２－０５

　 　 批 评 性 话 语 分 析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以下简称ＣＤ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
受到西方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在学界逐渐形
成了一种新的语篇分析范式。３０年来，经过很多
人的努力（如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Ｖａｎ　Ｄｉｊｋ，Ｗｏｄａｋ），

ＣＤＡ从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不断博
采众家之长，其理论基础日趋巩固，分析模式更
为灵活［１］［２］。事实上，ＣＤＡ在国外既是宏观语言
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种新的跨学科质化研究方
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ＣＤＡ被广泛地应用在语
言、教育、政治、新闻媒体等研究领域［３］。

ＣＤＡ的发展在我国引起了外语学界的重视。

很多学者对 ＣＤＡ 理论与应用进行了引介和讨
论。辛斌［１］［４］、戴炜华、高军［５］详细介绍了ＣＤＡ
的理论渊源、理论框架、基本概念、应用原则等。

武建国、谢洪［６］、辛斌［４］等讨论了系统功能语法和

ＣＤＡ的关系及其ＣＤＡ在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同
时也展望了ＣＤＡ在我国应用的前景。有些学者

则试图修正ＣＤＡ，以在其理论上有所创新［７］。也
有些学者采用ＣＤＡ作为研究方法对新闻语篇等
做了实证性的研究［８－１０］。显然，这些研究对我国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发现在

ＣＤＡ的研究讨论中，存在某些理论概念模糊或混
同问题。例如，对ＣＤＡ主要理论概念“语篇、篇
章、话语”缺少必要的界定及其关系的讨论（即混
同使用）；对“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的内涵意义混
同使用等，其研究缺少了ＣＤＡ必要的“批评性”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研究目的和结果与ＤＡ无异。名不正
则言不顺，所以有必要对语篇、篇章、话语、意识
形态等的基本概念予以澄清，从而更深入理解

ＣＤＡ的立论和观点，加强ＣＤＡ作为研究方法在
语言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一、ＣＤＡ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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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ｆａ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移
民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新移民、有色人
种、土著居民、妇女）与强势群体（如资本家、政
客、白人、白领）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已经不单纯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了语言、
教育和社会公正问题［３］［１１］。很多西方学者开始
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问题，并
开始重新审视学校的精英教育传统及其背后的

原因。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语言、语篇、话语
成为了教育乃至社会和政治的核心问题。显然，
语言、语篇和话语与知识、经济文化、符号、物质
资源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一个人的语
言文化资本往往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
社会地位往往决定话语权力的大小［１２］。
其次，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了

全球经济结构、工作和消费文化等的急剧变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信息型工作与传统工作并
存，技术多元化与技术缺乏同在，生产多样性与
文化单一性共存，工作的灵活性与刻板方式并
生［１１］。在这个时代里，语篇与符号已成为人们的
主要交流媒介，传统的面对面和书面语言交流受
到了新型电子媒介语言的挑战，新型电子媒介语
言交流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商务交流的主要
手段之一。换言之，２１世纪的公民，无论做什么
工作，都必须具有语篇和符号编码、解码和批评
的能力，即人们工作、消费和休闲及其质量都取
决于他们构建、控制和管理语篇和符号的能力。
因此学者关注语篇和文化能力的研究就不言而

喻了，甚至语篇和符号也成为了国家和国际政治
研究的一个新的焦点。
另外，在任何社会生活中，人们都自觉不自

觉地在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益具有特定的政
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烙印，而且利益赖以存
在、传播和巩固的媒介则是语篇［３］。主流语篇研
究主要是语言使用与语境的关系、语篇结构、语
篇意义、语篇技巧、语篇意向／目的等［１３－１４］，而不
解释语篇构建与权势、社会和主体地位之间的关
系。要解释这些关系，需要一种既能分析语篇形
式特点，又能解释语篇意义表达的利益关系和权
势 关 系 的 研 究 方 法。 基 于 后 结 构 主 义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新 马 克 思 主 义 （ｎｅｏ－
ｍａｒｘｉｓｔ）、女权主义和批评语言学理论，ＣＤＡ应
运而生［２］［５］。

二、篇章、语篇、话语

不同于系统功能语言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
或其他语篇分析模式，ＣＤＡ旨在通过语篇分析挖
掘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使用与利益关系、权势
关系等。因此它是批评性社会研究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一种形式。各种社会活动都离
不开作为媒介的语言和符号，因为没有语言和符
号，社会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语言和符号也是
社会的一个构成因素，它的形成、应用与发展受
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
发展的特点。因此，要彻底弄清各种错综复杂社
会现象的本质（如不平等、不公平、贫富差距等），
必须借助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篇
的分析，挖掘隐藏在语篇和话语内部的社会
根源。

ＣＤＡ的出现使运用语言学研究手段进行社
会科学研究成为可能。ＣＤＡ较之于其他语篇分
析方法，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因为它不只局限
于对语篇的描写和解释，而是深入剖析制约话语
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语境，挖掘被现实话语所
掩饰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
从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以
便寻求建立更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
因为它是批评性社会研究（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
以ＣＤＡ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话语）与其他语篇分析模
式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语篇）意义不同，在汉语的表述
中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承认二者不易严格
区分，所以国内语言学界有三种译法，即“话语”、
“语篇”、“篇章”，而且混同使用。对于三个术语
的使用，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话
语”、“语篇”、“篇章”互用，但“语篇”是总概念，
“话语”与“篇章”则是属概念。胡壮麟在其所著
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中将ｔｅｘｔ称为“篇章”，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称为“话语”，进而指出本书中所谈的语
篇是广义的，既包括“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也包括
“篇章”（ｔｅｘｔ）。“话语分析（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通
俗上口，但易产生误 解；‘篇章语言学 （ｔｅｘ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内涵更广，但过于正式”，因而他采用
折中的办法，将二者合而为一统称为“语篇”［１５］。
另一种看法是“话语”、“语篇”与“篇章”的说法可
以互用，但当研究语料范围为口语时倾向于使用
“话语”；研究语料范围为书面语时倾向于使用
“篇章”。王宗炎在其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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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把ｔｅｘｔ定义为“篇章、语篇”；把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定
义为“语段、语篇、话语”。王宗炎的定义并未确
切区分ｔｅｘｔ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译名，但二者译名的
通用部分是“语篇”［１６］。本文同意胡壮麟的看法，
在语言学本领域研究中，“语篇是总概念，话语与
篇章则是属概念”［１４］，本文认为这里“话语”强调
的是“语篇加工过程和意义”，而“篇章”强调的是
“语篇形式”。
然而，这种看法在ＣＤＡ研究中则行不通，因

为ＣＤＡ对“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定义与其他语篇分析模
式截然不同。如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把“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定义为
“建 构 知 识 的 某 种 方 式”［１７］；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认 为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构成客体、主体及其关系”［１８］。而

ＣＤＡ主要研究“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滥用、社会控
制与不平等是如何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下通过口

笔语语篇实现的、如何产生的、抑或是如何受到
抵制 的？”［３］［１９］［２０］根 据 这 些 定 义，显 而 易 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不指具体的语言形式，也不指单纯的语
篇意义，而指通过具体语篇形式和语篇意义进行
的知识、客体、主体及其关系建构和交流的方式。
这种建构和方式必然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认
知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所以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包括与这种
方式相伴而生的身份、权势、价值、意识形态等意
义。所以使用“话语”比较合适，即Ｇｅｅ称之为大
写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而“语篇”则指具体语篇形式
（ｔｅｘｔ）和意义（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即 Ｇｅｅ称之为小写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２１］。由此可见，“话语”不是通过一个语
篇 形 式 和 意 义，而 是 通 过 多 个 互 文 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语篇”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

ＣＤＡ涉及三层面的分析，即篇章、话语实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和 社 会 文 化 实 践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２］。在篇章和社会文化
实践之间起媒介作用的是话语实践。具体而言，

ＣＤＡ首先要对具体篇章进行语言描写分析（如体
裁结构，词汇、语法选择等结构特征、策略），然后
解读该篇章语义加工和推理过程及其与其他篇

章之间的关系（互文性语篇形式和意义），最后结
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认知方式等制约因素解
释其加工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１７］。
另外 ＣＤＡ 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视作“社会文化实

践”，而社会文化实践实际上是一些看不见、摸不
着的东西及一系列潜在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抽
象的东西经过一系列的实际应用便会变成具体

的客观存在，如工厂、公司等经济实体，或书面或
口头篇章。从具体篇章到话语的转变过程由于

受社会因素的限制往往是非常复杂的［１７］。例如
“篇章”（ｔｅｘｔ）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从给
孩子讲故事到做政治演讲、从电视上的脱口秀到
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对话、从课堂授课到会议发言
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产
生篇章。篇章是“使用中的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ｕｓｅ），即任何连贯的、能传达意义的笔头及口头语
言［２３］。但是无论实际生活中产生多少篇章，他们
总会在措辞、结构和意义上出现重叠或交叉。这
些具有相同构成及表达特征的篇章就归属于同

一种语篇形式或体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ｙｐｅｓ，ｇｅｎｒｅｓ），
而话语是能生产语篇形式的一系列抽象、概括性
原则标准。这些原则标准是人们作为特殊文化
成员的知识和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仅是人们
意义交流的载体，而且也成为交际过程中社会各
主体（ｓｕｂｊｅｃｔ）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ＣＤＡ便通
过语篇分析揭示隐含在篇章发出者与接受者之

间主动与被动、控制与受控制的关系。

三、话语、意识形态和霸权

还有 一 对 理 论 概 念，意 识 形 态 和 霸 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需 要 澄 清。英 语 中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２４］。在一般文化
研究或讨论中，ｉｄｅｏｌｏｇｙ（意识形态）是个中性词，
一般意为某群体、某亚文化、某政治团体的思想、
信仰、价值体系（如新闻媒体和一般文化研究常
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嬉皮士的意识形态”等）；而在批评性社会研究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中则指“对社会、经济、政
治现实及其关系的曲解表达或陈述”［２４］。ＣＤＡ
认为在当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语言、符号、物质
资源等的产出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与
社会权势关系（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不平等相符相承，
而主导社会的话语往往是隐藏或使这种不平等

关系自然化的手段［２４］。换言之，当代社会主导话
语一般把这种不平等或权势关系表达为“历史、社
会和文化的必然产物”，如性别差异、劳动差异、学
习差异、贫富差异，甚至把这些差异视为“纯生理
的、心理的、智力的产物”［２４］。这就是意识形态，即
对社会、经济、政治现实及其关系的曲解。
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语篇并不是随意出现

的，而是由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决定的。不同的
社会群体为实现不同的社会目标而使用不同语

篇形式和意义（如政治、新闻、学术等语篇）。话
语的作用之一是通过在日常语篇形式中反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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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语篇意义，把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知识、价
值观或意义逐渐变成为大多数人的 “常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或视为“自然存在”（即意识形
态）。正如哈贝马斯概括的那样，语言是主导社
会力量的媒介体，语言能使权力合法化，这种合
法化了的权力关系即构成了意识形态［２０］。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将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解释
为“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２５］。在他看来，日常语篇
中蕴含的话语总是代表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
一旦这种话语高度普及并成为普通常识，而且为
该社会群体服务的功能又被人们不加怀疑地接

受，便产生了霸权，而这种霸权必将影响语篇发
出和接受者对社会、权势等的认知和判断。因此
霸权便不可避免地与社会认知相联系，即二者具
有辩证关系。霸权涉及知识、信仰、理解、态度和
价值观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霸权话语构成了
社会群体的公共思维习惯，即形成了社会认知共
识［２６］。我们知道社会共同的认知体系是对社会
组织、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系
统［７］。该系统是任何篇章、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
实践及其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因此要想解释
话语是如何建构意识形态并发挥霸权作用的，就
必须把语篇结构、话语意义、意识形态等与话语
社会认知系统联系起来，把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
联系起来。ＣＤＡ的任务就是解读某社会共同的
认知体系，批判建构意识形态并发挥霸权作用的
话语，即揭示和批判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
态和霸权话语。

四、ＣＤＡ与语言教育研究

如前所述，ＣＤＡ理论和方法与其他语篇分析
模式不同，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对语篇的描写和解
释，而是深入剖析制约话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
治语境，挖掘被现实话语所掩饰的或人们习以为
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从而帮助人们重新认
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以便寻求建立更平等、
公正、和谐的社会。这对语言教育研究具有重要
启示意义。
根据ＣＤＡ，任何“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都不单纯

是个体大脑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活动，
而这种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受话语意识形态和社

会政治语境的制约，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就不可避
免地存在某种学习者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

势关系（如不平等师生关系、权威知识与有用知
识关系）。另外学习者所学知识是以各种语篇形

式和意义传播的，而语篇形式和意义又是通过教
育机构性话语（如蕴含于政策、大纲、教学、管理
的话语等）构建的。所有这些社会文化实践都是
受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利益体系
控制的，而这些政治、经济等体系渗透着权势、霸
权等因素。所以ＣＤＡ在外语教育研究中，有助
于研究和分析外语教育的核心问题，即应该教或
学“什么”（ｗｈａｔ）？“如何”（ｈｏｗ）教和学？同时也
有助于探讨“为什么”（ｗｈｙ）教和学某些知识与技
能（如强调听说还是读写？人文性还是工具
性？），而不学另外的知识技能？
具体而言，ＣＤＡ不仅可以分析不同外语语篇

类型的具体形式和意义，还可以分析这些不同的
语篇（类型）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发现为什么存在
不同类型的语言运用，人们为什么使用不同的话
语策略，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会话顺序和话轮
等，从而揭示蕴含其中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
态和权势关系。这种分析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了
解各种语篇（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ｙｐｅｓ）的结构模式、词汇
语法选择规律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和其中蕴含的

权势关系，从而提高基本的语篇编码、解码能力
和语篇理解和产出能力，争取更大的话语声音或
话语权。

ＣＤＡ认为权势关系与意识形态是不透明的
（ｏｐａｑｕｅ），话语是掩饰权势关系或权势关系自然
化的手段和方式。这些权势关系是以符号物质
系统为媒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所以借助ＣＤＡ，有助于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语言
教育现象，批评性地分析语篇所表达的利益和权
势关系，从而揭示社会权力和社会权力滥用及不
平等现象是如何在特定社会和政治背景下通过

口笔语语篇得以产生、实施、完成或遭到抵制［２６］。
这种分析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学会从不同视角看

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看到规律性，从而提
高其质疑权威知识的能力，而质疑权威知识能力
是创新能力发展的前提。

ＣＤＡ是对权势关系、利益关系等的批评性研
究，即通过分析、发现并解释话语和社会文化形
成过程之间隐藏的不平等、不公正、等级关系、歧
视等现象，从而打破这种权势关系，以维护自己
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种分析可以培养教师和
学生的批评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其语篇和话语
创新能力。

ＣＤＡ虽然还不是非常完善成熟的分析方法，
但它对语篇中隐藏的权势关系、意识形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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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敏感性和解释作用是值得我们广泛应

用和深入探讨的。尤其在教育全球化的今天，我
国社会、文化、教育不平等现象日趋凸现，教育正
经历着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这都呼
唤批判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所以ＣＤＡ在语言教
育研究领域会发挥愈来愈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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